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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自 ２０１３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已有 １４０ 个国家与中国签署

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这本身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世界政治现象。 然而，学界尚未结

合经验证据系统性地理解“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扩散的过程和规律。 作者从结构层

面来理解“一带一路”的全球扩散，将其在国际社会的接纳过程理论化为“浪潮”———
众多国家采纳相同政策的集群———的生成过程。 在区分浪潮的触发机制和推进机制

两个维度的差异后，作者将共建“一带一路”视为一种纵向能动型浪潮。 作为“一带一

路”的发起者和倡导者，中国的纵向力量对这一浪潮的触发具有关键影响；浪潮的推

进时机取决于参与国的能动性，它们的积极态度和选择对于“一带一路”的全球扩散

不可或缺。 在推断浪潮属性及其可观察影响的基础上，作者构建了一个涵盖 １９２ 个国

家在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年是否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始数据集，并借助一系列空间模型

实证检验影响各国参与的具体因素。 统计结果表明，各国加入“一带一路”的选择在

时间和空间上呈现明显的集聚特征，邻国是否加入和中国的政策规划等因素对一国加

入“一带一路”的决定有显著影响；相比之下，一国与中国双边关系中的变量没有显著

地影响该国的政策选择。 这一研究在理论和实证层面深化了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全

球扩散的总体理解，对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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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习近平于 ２０１３ 年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中国从此开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历程。

此后，与中国签订共建协议、备忘录等“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数量逐年增长。 截

至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与中国签署共建合作文件的国家数量已经达到 １４０ 个。① 对参与国而

言，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意味着其在官方层面肯定并支持中国的这一倡

议。 在较短时间内，“一带一路”由中国一国发起的倡议变为众多国家共同参与的社

会现实。 如何理解“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的扩散，这一过程展现出怎样的特点和规

律？ 本文试图在结构层次上对“一带一路”的总体发展历程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本文的理论和实证框架不仅关注中国及其他国家的能动性，还考察这种能动性在结构

层次上产生的结果。 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

合唱。② 这个比喻表明“一带一路”建设不可还原为单个行为体的行动；相反，它是一种结

构化现象。 “一带一路”的发展历程不只是单个国家回应或中国与单个国家间互动的结果，

而是众多国家互动共同造就的动态现象。 在质性层面，本文将“一带一路”的全球扩散抽象

为世界政治中的浪潮（ｗａｖｅ），即一个时间段内的政策或政治现象集群（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具体而

言，“一带一路”的扩展是由纵向力量触发的、由参与国主动调适的浪潮。 在实证分析层面，

本文利用各国加入“一带一路”的时间和空间原始数据，探索这一浪潮发展形成的具体规

律。 经过空间统计分析发现，各国加入“一带一路”在时空上呈现集聚特征，中国的政策规

划和邻国选择等因素对一国是否加入有显著影响；相比之下，一国与中国双边关系层面的

一些变量并没有显著影响该国加入“一带一路”的政策选择。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讨论浪潮视角对加

深“一带一路”理解的潜在贡献；第三部分引入世界政治中浪潮的分类方法，探讨“一

带一路”浪潮的属性；第四部分为实证检验，探究“一带一路”浪潮推进过程的影响因

素和时空规律；第五部分在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提炼“一带一路”浪潮维持

和扩展的启示，并总结本文的研究发现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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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 ｇｏｖ． ｃｎ ／ ｇｂｊｇ ／ ｇｂｇｋ ／ ７７０７３．
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２０１５ 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载《人民

日报》，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９ 日。



二　 “一带一路”的结构研究视角

在 ２０１４ 年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提出了共建“一带一

路”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① 这三条原则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深化不

仅需要中国发挥能动性，更依赖其他国家发挥各自的能动作用。 一方面，围绕中国的

能动性发挥，既有研究或将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视为大国政治博弈的案例，②或

从外交思想和战略层面分析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的动因和考量，③或在具体操作

层面分析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模式、特点及挑战。④ 这些研究将中国视为核心能动

者，凸显了中国作为发起国在“一带一路”的启动和推进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另

一方面，既有研究也关注其他国家对“一带一路”的认知、态度及作用。 这类研究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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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于单个国家，特别是有地缘政治意义的国家，例如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东

南亚国家和欧盟国家等。① 这些研究表明，“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其他国家的

积极参与或施加正面影响。

既有研究的两种视角分别突出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能动性，若将二者结合起来

看，恰好呼应了中国倡导的“共建”精神。 由于这类研究往往聚焦于中国或其他某一

国家，只能体现单一国家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因此不能描述“一带一路”推进过程

的全貌，也不足以全面地检视各国能动性交汇之后所产生的系统结果。 本文既关注一

国独立的能动性发挥，也采用结构视角研究“一带一路”的共建问题。 启动和推进“一

带一路”根植于众多能动者的行为，各国独自发挥能动性是共建的必要元素；与此同

时，不能将共建“一带一路”简单还原为一个或几个能动者行为的总和，而应视为系统

性动态，即所谓的“涌现属性（ｅｍｅｒｇｅｎ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② 事实上，一些学者提出的政策

建议已经隐含了结构层次的“涌现属性”。 例如，祁怀高和薛力按照各自的标准识别

出了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支点国家”。③ 这些国家不仅可能将“一带一路”倡议在

本国深化落实，而且有潜力成为“一带一路”的枢纽和“辐射站”，助力该倡议在其邻近

国家和地区的推进。 这表明不同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一方面依靠单个国家及中

国发挥能动性，另一方面各国的参与行为存在着相互联系且无法简单还原到个体。 正

如高程所言，中国选取支点的目的不在于简单经营双边关系，而是连点成面，最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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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网络。①

“一带一路”当前已经在全球层面展开，但关于该倡议如何由“点”串成“面”的研

究依然缺乏。 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将关注点从个体的能动者层次转向整体的结构层次。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短短几年内便有众多国家正式接受这一倡议并表态愿意参

与共建，形成了典型的政策集群现象。 本文认为使用浪潮概念考察“一带一路”的共

建过程在理论、实证和政策层面都有一定优势：一是为宏观把握共建“一带一路”的结

构性特征提供理论基础。 浪潮概念从结构层面描绘了多个国家政策采纳或政治变化

的动态过程，这一视角既关注中国及其他参与国的能动性，更突出能动性基础上的涌

现属性。 二是为开展实证研究奠定基础。 通过区分世界政治中的不同浪潮以及分析

共建“一带一路”的特征，可以在质性层面具体推断“一带一路”建设过程的属性，并使

之与其他不同类型的浪潮加以区别。 基于此，本文推断出“可观察的影响（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ｌ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结合经验数据进行大样本定量分析，探索“一带一路”浪潮的形成规

律，进而检验不同个例之间不易直接观察的跨国影响。 三是呼应中国倡导的“共建”

“合唱”的精神内涵，并提出相应的政策评估及建议。 对“一带一路”浪潮的分析根植

于中国既有的政策宣示和外交实践，凸显了中国及其他各国发挥能动性所产生的跨国

结构性变化。 在定性推断“一带一路”浪潮并且实证探究其时空规律的基础上，本文

进一步揭示共建“一带一路”的宏观特征和潜在议题，为相关政策讨论提供有益抓手，

以便更好地维持和推进“一带一路”浪潮。

三　 “一带一路”浪潮的属性

浪潮概念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塞缪尔·亨廷顿（Ｓａｍｕｅｌ Ｐ．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关于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讨论。 亨廷顿发现，某些特定历史时期会出现一批国家相继

开展“民主化”或回到“非民主”状态的情形，即所谓“民主化浪潮”或“逆民主化浪

潮”。② 后续研究保持了对浪潮现象的关切，并围绕民主测度或民主化判断等实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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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展开了持续争论。① 本文将世界政治中的浪潮现象定义为：在一定时期内，较多数

量的国家相继采取相同政策或出现类似政治现象而形成的集群。② 由于在触发机制

和推进过程等质性层面存在区别，不同浪潮中的个体能动性也有差异。 根据浪潮触发

因素和浪潮推进时机两个维度，本文区分了四种不同属性的浪潮：纵向结构型、纵向能

动型、横向结构型和横向能动型。 基于这一分类法，本文提出“一带一路”是一种纵向

触发的、由各国国内进程调控的浪潮，各参与国的能动性在“一带一路”浪潮推进过程

中得到体现，从而彰显了“共建”的精神内涵。

（一）世界政治中的四类浪潮

为了更精准地探究具体案例并且展开比较分析，有必要对不同属性的浪潮加以区

分。 本文借鉴谢瓦·古尼茨基（Ｓｅｖａ Ｇｕｎｉｔｓｋｙ）的分类思路，提出区分世界政治浪潮的

两个维度———触发机制和推进机制，进而演绎出一种关于浪潮的四分框架。③

第一，浪潮有纵向和横向两种触发因素。 纵向和横向是根据国际政治中的权势结

构划分的。 如果某一浪潮是由体系层次、自上而下的变化触发的，可称之为纵向浪潮，

这种浪潮通常来自大国政治的变化。④ 大国政治变化可能是激烈而突然的，例如世界

大战、经济危机或大国突然解体。 大国权势对比迅速改变导致利益格局突然重组或国

际规范深刻变迁，世界各国对某种政策或观念的支持也会随之发生剧烈变化。⑤ 大国

政治变化也可能来自自身的政策和理念调整。 作为国际秩序最重要的参与者和塑造

者，大国往往有着丰富的资源，可以通过威胁、劝服和引诱等手段推动某些观念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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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国家生根发芽。① 由于大国政治变动往往给世界政治带来多维度的深远影响，

因此纵向浪潮通常涉及较多的国家和区域。

横向浪潮依赖国家间经贸往来、政治联系和社会文化纽带等横向关系，其覆盖国

家往往仅限于某一区域，与大国政治的关联较小，不涉及类似纵向浪潮那样的全局性

世界政治变化。 ２０１１ 年西亚北非局势动荡是横向浪潮的典型案例。 卢肯·韦（Ｌｕｃａｎ

Ｗａｙ）指出，西亚北非局势动荡爆发前的该地区不存在纵向力量积极促动民主化，反而

存在着牵制民主化进程的国际环境。② 尽管如此，媒体和网络的信息传递、政治社会

结构的相似性、参与者对于邻国局势的知觉和错误知觉等横向跨国因素最终触发了这

一社会运动浪潮的生成。③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对纵向和横向的区分聚焦于浪潮的触

发阶段，而在浪潮的推进阶段，纵向和横向力量都有可能起到一定作用：一个由横向联

系触发的浪潮在发展进程中或许会有大国政治因素介入，而一个由纵向变化触发的浪

潮也可能在推进过程中受到国家间横向联系的影响。

第二，虽然浪潮触发天然与国际因素有关，但其推进过程的决定性因素不一定是

国际因素，浪潮推进时机的决定性因素可以由国际力量或国内力量主导。 如果将一国

政府或决策群体视为核心的能动者，那么对一国政府或决策群体施加影响的国际因素

（无论是纵向大国动态还是横向国际联系）则是对应的结构力量。④ 一国是否被卷入

浪潮或自愿推动浪潮取决于这一层面的能动者和结构间的互动关系，由国际力量主导

的结构型浪潮往往推进速度较快。 一旦浪潮受到纵向或横向的国际力量触发，受到影

响的相关国家往往被快速席卷进浪潮。 在此过程中，国际力量对一国政策或政治变化

起到了难以抵御的决定性作用，而该国的能动性本就先天羸弱或难以发挥作用。 相比

之下，由国内力量主导的能动型浪潮推进进程往往较为缓慢。 在这种浪潮中，各国有

足够的空间发挥自身的能动性，通过一系列的国内政治互动和决策程序决定是否主动

加入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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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１ 所示，基于触发因素和推进因素这两个维度可构建关于浪潮的四分法：纵

向结构型、纵向能动型、横向结构型和横向能动型。 扎卡里·埃尔金斯（Ｚａｃｈａｒｙ Ｅｌ⁃

ｋｉｎｓ）和贝丝·西蒙斯（Ｂｅｔｈ Ｓｉｍｍｏｎｓ）曾区分了“作为结果的扩散（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ａｓ⁃ｏｕｔ⁃

ｃｏｍｅ）”和“作为过程的扩散（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ａｓ⁃ｐｒｏｃｅｓｓ）”两种政策扩散路径，但他们仅将浪

潮视为对扩散结果的描述。① 相比之下，本文对浪潮概念的类型化细分有助于兼容对

扩散结果和过程的关注：一方面，浪潮指涉扩散的结果，能够描绘前文所述的结构层次

上的“涌现属性”；另一方面，对浪潮属性两个维度的区分是探索扩散过程的基础，既

有文献中关于扩散机制的讨论暗含着不同属性浪潮之间的联系。 例如在分析自由主

义的国际扩散时，西蒙斯等人总结了强制、竞争、学习和模仿四个机制，②这些机制与

其说描述了政策扩散的过程，不如说是组成扩散过程的片段，它们可以共同或者单独

被纳入浪潮的生成进程中理解。 竞争、学习和模仿三种机制暗含的假定是国家的决策

者有足够的空间来发挥能动性，基于自身判断做出相应政策选择，其促成的浪潮往往

是能动型的。 相比之下，强制机制则明示了自上而下的结构性力量的作用，它通常与

纵向结构型浪潮相联系。

表 １　 浪潮的四种类型

　 　 　 　 　 　 　 　 　 触发机制
推进机制　 　 　 　 　 　 　 　 　 纵向力量触发 横向联系触发

结构主导时机 纵向结构型 横向结构型

能动者主导时机 纵向能动型 横向能动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总之，本部分关于世界政治浪潮的分类法既是对政策扩散结果的描述，又能够抽

象地兼容构成扩散过程的各类具体机制，从而构成本文研究所需的结构性视角。 这一

概念框架有助于更加准确地判断“一带一路”的属性，并探究其维持和推进的长远

意涵。

（二）“一带一路”浪潮的肇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在浪潮触发因素维度上，“一带一路”的构想、推进、深化和拓展都有赖于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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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大国外交的展开，因此“一带一路”浪潮属于纵向力量触发浪潮。 第一，在顶层设计

层面，“一带一路”是中国开展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一环。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一部分，①“一带一

路”则旨在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② 在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外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

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被正式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从而在制度和组织

层面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建设“一带一路”的信念和意愿。 第二，在顶层设计之下，与
“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协调、规划、商洽和实施等工作涉及中国众多部门，体现了国

家较强的整合和动员能力。 例如，设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承担统筹职责，商务部、外交部、财政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都扮演重要

角色。③ 第三，推动“一带一路”需要广泛而深入的对外交往，除去必要的“硬”物质资

源投入外，还需要中国投入大量“软”的双边和多边关系资源。 在双边关系上，“一带

一路”相关合作文件的商谈主要通过频繁而有效的外交沟通渠道，其中合作文件签署

环节需要双方高官甚至首脑亲自在场，这涉及繁杂的磋商和后勤程序。 在多边层次

上，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制度成为中国围绕“一带一路”倡议沟通意图、谋求支持的重

要平台；④针对各地区的“中国＋Ｎ”机制使中国得以在“一带一路”相关议题上展开整

体性交往；⑤近年来主场外交也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⑥已举办

两届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三）“一带一路”浪潮的推进：参与国的主动调适

在浪潮推进时机维度，“一带一路”浪潮属于能动型主导时机浪潮。 中国的相关

理念和政策不是迅速在各国直接发生作用，促使各国在短时间内选择加入这一倡议

的；相反，是否加入共建“一带一路”最终是一国的内部决策。⑦ 因此，尽管“一带一路”
浪潮从触发因素上看是纵向浪潮，但其作用渠道并不是难以抵御的、自上而下的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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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德刚：《合而治之：论新时代中国的整体外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第 ５３—８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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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主场外交、战略能力与全球治理》，载《外交评论》，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第 １—３１ 页。
必须强调的是，本文在此关注的是浪潮推进时机的决定机制，即各国是否发挥能动性左右了参与“一带一

路”的时机。 这一判断并不需要假定各国发挥能动性的具体情境和路径都是一致的。 正如后文指出的，各国的决策

过程受到各类因素的不同影响。 不同国家“一带一路”决策机制的异同及一般化规律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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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这为各国发挥能动性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第一，中国提出并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时便已承诺给予参与国充分的能动性，各

参与国可自行调适以与中国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相契合。 正如中国需要投入国内

和国际资源推动“一带一路”一样，参与国也需要不同程度地动员自身资源方可促进

相关举措的落实。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不少中国学者建议突出其他参与国

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主动性，淡化所谓“中国主导” “中国谋略”色彩。①

这些观点提出尊重和鼓励其他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能动性，也意味着中国并不寻

求以一己之力决定其他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时机和进程。 第二，由于中国没

有施加强制压力使各国接受“一带一路”，其他国际政治考量因此会影响不同国家的

具体决策，进而影响“一带一路”的具体时机和进度。 相关国际政治因素包括对中国

意图的认知、对“一带一路”对地区政治经济秩序影响的判断、对相关国家力量对比趋

势的评估和对与不同国家双边关系的权衡等。② 需要指出的是，国际因素会产生影响

并不意味着决策者无法发挥能动性，最终决定仍然是基于各国的判断和认知做出的。

第三，各国的国内形势构成其发挥能动性、做出不同决定的基础。 一国的政权结构及

领导人更迭、经济社会发展谋划、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公共舆论等因素都可能塑造决

策者共建“一带一路”的态度和决心。③

（四）小结：以能动性为基底的“一带一路”浪潮

基于本部分的讨论，本文提出“一带一路”浪潮属于纵向能动型浪潮。 纵向属性

意味着中国作为发起者和倡导者的能动性至关重要。 能动属性则意味着这一浪潮的

推进时机取决于众多参与国自身的态度和选择，它们的能动性对于“一带一路”的全

球扩展不可或缺。 因此，“一带一路”浪潮的纵向能动属性彰显了中国与各参与国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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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能动性，这一浪潮本质上是以能动性为基底的。 事实上，这种属性在中国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之初就已经反复强调，凸显了共建精神。

精确定位“一带一路”浪潮的属性有助于加深对“一带一路”本身的理解，使之与

世界政治中的其他浪潮区别开来。 一方面，“一带一路”浪潮有别于各种横向浪潮，它

是由纵向力量触发的，其肇始和发展离不开中国的作用；另一方面，“一带一路”的推

进历程既不涉及中国利用权势在短时间内强行推广，也不存在某种横向国际联系促成

的迅猛扩散，因而有别于其他结构型浪潮。 “一带一路”的共建进展及推进时机本质

上是由各参与国自行调适的，国际结构力量无法独立决定“一带一路”浪潮在何时何

地扩展，各国决策者有充分的时间和余地来决定是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本部分在理论层面对“一带一路”浪潮进行了属性推断。 在中国和各参与国共同

发挥能动性的前提下，“一带一路”是如何具体推进的呢？ 系统地检视这一浪潮的生

成历程不仅需要概念上的抽象辨析，更需要基于经验证据将这一动态过程描绘出来。

本文推断，作为一种纵向能动型浪潮，“一带一路”扩散的时空规律更有可能呈现一种

空间集聚效应。 为了验证“一带一路”浪潮的推进是否伴随着时空上的集聚特征，本

文利用经验证据来考察以下两个可观察的假设：

假设 １：一国的邻国中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数量越多，那么该国加入“一带一

路”的概率也会越大。

假设 ２：一国越是毗邻规划中的“一带一路”初始沿线，①那么该国加入“一带一

路”的概率也会越大。

本部分的讨论主要是基于“一带一路”的触发机制和扩展机制两个维度的定性讨

论，下文将通过“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签订的时空数据来检验这一浪潮的生成和发展

是否具有时空集聚规律。②

四　 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一）因变量

本文创建了一个时间跨度为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包含 １９２ 个国家（不含中国）的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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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尽管“一带一路”不限国别范围、不搞排他性制度设计，但一般认为中国最初对“一带一路”的构想涉及

６５ 个国家。 参见《“一带一路”沿线 ６５ 个国家和地区名单及概况》，ｈｔｔｐ： ／ ／ ｙｄｙ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７ ／ ０４２０ ／
ｃ４１１８３７－２９２２５２４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值得说明的是，下文基于观察数据（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ｌｅ ｄａｔａ）的定量分析所揭示的并不一定是因果关系，也无法直

接检验“一带一路”浪潮在能动者维度的具体机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无法直接观测能动者决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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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采用的分析单位是“国家—年（ｃｏｕｎｔｒｙ⁃ｙｅａｒ）”。① 由于第一份“一带一路”合

作文件在 ２０１４ 年签署，且下文的回归分析将自变量滞后一年以避免循环因果可能导

致的偏差，本文因变量样本的实际跨度为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年，样本量是 １１５２ 个。② 本文的

因变量 Ｙｉｔ表示国家 ｉ 在 ｔ 年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情况”。 “参与情况”是一个国

家—年层次上的哑变量（ｄｕｍｍ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测量国家在某一年是否选择加入了“一带

一路”倡议。 具体而言，如果两国政府间签署了备忘录、合作协议等合作文件或是发

布了有关“一带一路”的联合声明，则表明该国选择加入，赋值为 １，否则为 ０。

（二）自变量与控制变量

根据前述假设，本文的主要自变量有两个：一个是一国邻国参与“一带一路”的情

况。 为此，需要先创建一个空间矩阵 Ｗ，用 ｗ ｉｊ来代表国家 ｉ 和国家 ｊ 是否为邻国，其中

ｉ ＝ １，２，…ｎ，ｊ ＝ １，２，…ｎ（ｎ 表示本文研究包括的所有 １９２ 个国家）。 本文构建的空间

矩阵 Ｗ 是一个 １９２×１９２ 的邻接矩阵（ａｄｊａｃｅｎｃｙ ｍａｔｒｉｘ），其中对角线为 ０，表示排除国

家和自身为邻国的情况。 遵循国际惯例，本文采用了两国最小距离为 ４００ 千米作为划

分是否为邻国的标准。③ 在下文的稳健性检验中也采取了最小距离分别为 ０ 千米（直

接接壤）、５０ 千米和 ２００ 千米作为替代性的测量标准。④ 将 Ｗ 与 ｙ 相乘，可以得到一

国邻国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情况，也可表述为 Ｗｙ，即空间滞后变量（ｓｐａｔｉａｌ ｌａｇ）。⑤

另一个自变量是哑变量“初始沿线国家”，用来测量一国是否在中国最初规划的“一带

一路”沿线建设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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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在线附录中（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７９１０ ／ ＤＶＮ ／ Ｎ８Ｂ５ＢＣ），我们展示了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年与中国签署“一带一

路”合作文件的国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情况。 可以初步看出，各国加入“一带一路”建设在时间和空间上均

呈现集聚特征。 “一带一路”参与国所在区域从中国初始规划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逐
渐扩展到其他区域。 与此同时，仍然可见未参与国家散布在参与国较多的区域中。 这从侧面体现出“一带一路”
浪潮并非由上而下席卷各国的，而是充分保留了后者的能动性。

将自变量滞后一期的另一个优势是，本文使用的几个控制变量数据只更新到 ２０１８ 年，而解释 ２０１９ 年的

结果正好使用 ２０１８ 年的数据，避免了遗失过多样本。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库克群岛、纽埃、巴勒斯坦与中国建立

了外交关系且签署了合作文件，但由于缺少相关数据，因而在后续的实证研究中未纳入样本。 另外，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至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仅有基里巴斯、刚果（金）、博茨瓦纳三个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合作文件，因此本文实证分析的时间跨

度并没有显著丢失有效数据点。
这样不仅可以包括陆上邻国，也可以包括一部分隔海相望的邻国。
Ｎｉｌｓ Ｂ． Ｗｅｉｄｍａｎｎ， Ｄｏｒｅｅｎ Ｋｕｓｅ ａｎｄ Ｋ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ｋｒｅｄｅ Ｇｌｅｄｉｔｓｃｈ，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

ｔｅｍ： Ｔｈｅ ＣＳｈａｐｅｓ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３６， Ｎｏ．１， ２０１０， ｐｐ．８６－１０６．
一般采取的空间滞后变量是 Ｗｙｔ－１

，由于我们采用的是静止的（ ｓｔａｔｉｃ）空间面板数据，因此在后面的分析

中将 Ｗｙｔ
滞后一期是等同的。 这一变量的操作也可参考陈冲：《机会、贪婪、怨恨与国内冲突的再思考———基于时

空模型对非洲政治暴力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 年第 ８ 期，第 １０６—１０７ 页；陈冲、庞珣：《非洲恐怖袭

击时空规律的大数据分析———基于 ＧＩＳ 技术和分离总体持续期模型》，载《外交评论》，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第 １３５ 页。



同时，本文控制了一系列可能影响双边关系以及个体是否参与“一带一路”的变

量：一是控制了“与中国建交历史长短”，这一变量计算了从建交年到观测当年为止与

中国正式外交关系存在的时间长短（以年为单位）。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中国已与 １８０

个国家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① 二是控制了与中国外交立场的距离这一变量。② 本

文利用迈克尔·贝利（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 Ｂａｉｌｅｙ）等人根据“理想点模型（ ｉｄｅａｌ ｐｏｉｎｔ ｍｏｄｅｌ）”

对联合国大会投票记录计算的“理想点”作为国家外交立场或偏好的代理变量。 这一

变量计算了目标国与中国在理想点得分的差值的绝对值，其数值越大，表明两国在外

交立场上的偏好差距越大；反之亦然。③ 三是考虑了目标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程度，

测量为目标国对中国的进出口额占其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比例，即“进口贸易依赖

度”和“出口贸易依赖度”以及目标国对中国的军售规模。 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数据来

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综合贸易方案（ＷＩＴＳ）数据库，④ＧＤＰ 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发

展指标数据（ＷＤＩ），⑤与中国的进出口军售数据（２０１３—２０１９ 年）来自斯德哥尔摩国

际和平研究所的武器交易数据库（ＳＩＰＲＩ Ａｒｍ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⑥ 四是控制了一

系列有关国家个体属性的变量，包括政体类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稳定程度和人

口等。 政体类型数据来自“多样性民主项目（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该数据通过专

家评分方式产生了包含 １７８９—２０１９ 年的 ２０２ 个国家和地区的指标，本文选取其中的

“自由民主选举特征（ ｖ２ｘ＿ｐｏｌｙａｒｃｈｙ）”这一指标作为政体类型的代理指标。⑦ 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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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日期简表》，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６７４９０４ ／ ２１９３＿
６７４９７７，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

庞珣、陈冲：《国际金融的“赫希曼效应”》，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第 １３２—１５５ 页。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 Ｂａｉｌｅｙ， Ａｎｔｏｎ Ｓｔｒｅｚｈｎｅｖ ａｎｄ Ｅｒｉｋ Ｖｏｅｔｅ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ｔ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Ｖｏｌ．６１， Ｎｏ．２， ２０１７， ｐｐ．４３０－４５６．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ｒａｄ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ｂ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ＵＳＭＹＭ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ｉｔｓ．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ＣｏｕｎｔｒｙＰｒｏｆｉｌｅ ／ ｅ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ＣＨＮ ／ ＳｔａｒｔＹｅａｒ ／ ２０１３ ／ ＥｎｄＹｅａｒ ／ ２０１８ ／ ＴｒａｄｅＦｌｏｗ ／ Ｅｘ⁃
ｐｏｒｔ ／ Ｐａｒｔｎｅｒ ／ ＡＬＬ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ＸＰＲＴ－ＴＲＤ－Ｖ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 由于这一数据只截止到 ２０１８ 年，因此

本文使用“多重插值（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ｉ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方法计算了 ２０１９ 年的数据，参见 Ｐｅｔｅｒ Ｈｏｆｆ， “Ｓｂｇｃｏｐ： Ｓｅｍｉ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Ｃｏｐｕｌａ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Ｒ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０．９７５，” ｈｔｔｐｓ： ／ ／ ｃｒａｎ．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ｃｏｍ ／ ｓｎａｐ⁃
ｓｈｏｔ ／ ２０１８－０５－０８ ／ ｗｅｂ ／ ｐａｃｋａｇｅｓ ／ ｓｂｇｃｏｐ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 此外，本文使用的数据中，ＷＤＩ
相关数据（人口、人均 ＧＤＰ 等）以及进出口贸易数据均只更新至 ２０１８ 年，因此 ２０１９ 年数据均使用多重插值方法

计算。 由于本文将自变量均滞后了一年，因此实际分析中并没有用到多重插值计算出的数据，即对于 ２０１９ 年的

因变量解释使用的是 ２０１８ 年的数据。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ｔｏｐｉｃ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

ｔｏｒｓ，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Ｉｍｐｏｒｔｅｒ ／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 ＴＩＶ Ｔａｂｌｅｓ，” ｈｔｔｐ： ／ ／ ａｒｍｓｔｒａｄｅ．ｓｉｐｒｉ．

ｏｒｇ ／ ａｒｍｓｔｒａｄｅ ／ ｐａｇｅ ／ ｖａｌｕｅｓ．ｐｈｐ，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Ｄａｎｉｅｌ Ｐｅｍｓｔｅｉｎ，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Ｖ⁃Ｄｅ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Ｌａｔ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Ｃｒｏ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ｔ⁃Ｃｏｄｅｄ Ｄａｔ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ｖ－ｄｅｍ．ｎｅｔ ／ ｅｎ ／ ｄａｔａ ／ ｄａｔａ－ｖｅｒｓｉｏｎ－１０，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６ 月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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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ＤＰ 和人口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发展指标数据。 本文使用当年发生的政治暴力总数

来衡量国内稳定程度，该数据来自乌普萨拉大学的冲突数据项目的地理编码事件数据

库（ＧＥＤ）；根据国别和年度进行汇总，确保只保留了具有准确记录的事件。① 五是考

虑了美国因素对于他国决策的影响，利用“理想点”数据包含的“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立

场差距”变量，同时利用同盟数据（ＡＴＯＰ）计算目标国与美国在当年存在的有效同盟

条约的数量。② 此外，后文的稳健性检验考虑了更多潜在的影响变量。③

（三）实证结果

鉴于本文的面板数据结构以及在“国家—年”这一分析单元上的因变量是哑变

量，本文主要使用了固定效应广义线性模型（ ｆ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ｌ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和

多层混合效应广义线性模型（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ｍ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ｌ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 由于

混合效应模型可以包含一些不随时间和空间变化的变量（如初始沿线 ６５ 个国家名

单），同时也可以控制无法观察的国家和年份等“共同冲击（ｃｏｍｍｏｎ ｓｈｏｃｋｓ）”特征，本

文的主要实证结果基本依据这两种模型得出（见表 ２）。

表 ２　 实证统计结果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广义线性模型 混合效应模型 混合效应模型

邻国加入数量（ｔ－１） ０．１２７∗∗

（０．０４９５）
０．８１４∗∗∗

（０．１００）
０．１３６∗∗∗

（０．０４１１）

初始沿线国家
２．７１９∗∗∗

（０．４５６）
１．０９９∗∗

（０．４３７）
２．６４８∗∗∗

（０．２７８）

建交历史长度（ｔ－１） ０．００８９３
（０．００８５０）

０．０３３４∗∗

（０．０１３１）
０．００８８９∗

（０．００５０４）

与中国外交立场差距（ｔ－１）
－０．２５２
（０．３０２）

－０．５７０∗

（０．３２０）
－０．２５９
（０．１８２）

向中国进口军售额（对数，ｔ－
１）

－０．０６１８
（０．０９７０）

－０．１８６
（０．１２０）

－０．０６０９
（０．０８５１）

·７４１·



①

②

③

Ｒａｌｐｈ Ｓｕｎｄ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Ｅｒｉｋ Ｍｅｌａｎｄｅｒ，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ＣＤＰ Ｇｅｏ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ｄ Ｅｖｅｎｔ Ｄａｔａｓ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５０， Ｎｏ．４， ２０１３， ｐｐ．５２３－５３２．

Ｂｒｅｔｔ Ａｓｈｌｅｙ Ｌｅｅｄｓ， “Ｄｏ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Ｄｅｔｅｒ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ｚｅｄ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４７， Ｎｏ．３， ２００３， ｐｐ．４２７－４３９．

关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以及描述性统计参考在线附录中附表－１ 和附图－１（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７９１０ ／
ＤＶＮ ／ Ｎ８Ｂ５ＢＣ）。



续表 ２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广义线性模型 混合效应模型 混合效应模型

向中国出口军售额（对数，ｔ－
１）

０．０９１８
（０．１４１）

－０．０９４０
（０．２４３）

０．０８７０
（０．１１５）

政体类型（ｔ－１）
－１．０９０
（０．７９０）

－１．８９０∗

（０．９８３）
－１．０８０∗∗

（０．４７１）

人均 ＧＤＰ（对数，ｔ－１）
－０．１２７
（０．１１７）

－０．０７９２
（０．１６８）

－０．１２５
（０．０７９１）

对中国出口依赖（ｔ－１）
－１．１２３
（１．５７６）

－０．４２９
（２．１４５）

－１．１１０
（１．３３１）

对中国进口依赖（ｔ－１）
－０．２２９
（０．２２０）

－０．２７４
（０．７５２）

－０．２２６
（０．３２０）

国内暴力数量（对数，ｔ－１）
－０．１２８

（０．０９１２）
－０．１５４
（０．１１０）

－０．１２８∗∗

（０．０５５５）

常数项
－３．２１１∗∗∗

（０．９６１）
－１．８２７
（１．４６７）

－０．６９０
（０．９６９）

年份哑变量 是（２０１４ 年为基准）

固定效应方差（国家） ４．７６６∗∗∗

（１．５６８）

固定效应方差（年份） ２．９９４∗

（１．８０２）

样本量 １１５２ １１５２ １１５２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差，邻国以 ４００ 千米定义。∗ｐ＜０．１０，∗∗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表 ２ 共构建了三个模型，其中模型 １ 使用了广义线性模型和年份的固定效应，并

且将标准差按照国家进行聚类，以应对同一国家内观测样本的非独立性问题带来的估

计偏差；模型 ２ 和模型 ３ 使用混合效应模型分别关注了国家和年份的固定效应及随机

效应。① 表 ２ 中的两个核心自变量———邻国加入的数量和初始沿线国家———在不同

的模型中均在 ９５％的置信区间上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为本文的两个假设提供了直

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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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模型 ２ 和模型 ３ 的结果证实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限于篇幅，下文不对二者做过多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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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本文使用的是非线性模型，为了更好地展示核心自变量的影响，我们根据表

２ 中模型 １ 的结果，利用 １０００ 次模拟画出了“邻国参与数量”取不同值时的预测概率

变化情况。① 图 １ａ 显示，随着邻国参与数量增多，一国加入“一带一路”的概率也随之

增大。 平均而言，当一国有大约 １２ 个邻国参与了“一带一路”建设时，其自身选择加

入的概率将达到 ０．５。

图 １　 “邻国参与数量”的影响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图 １ａ 中阴影部分表示 ９５％的置信区间（基于表 ２ 中的模型 １）；图 １ａ 展示

了使用不同标准定义（０ 千米、５０ 千米、２００ 千米和 ４００ 千米）邻国后的邻国参与数

量的回归系数及其 ９０％和 ９５％的置信区间。

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采取了不同的标准来定义邻国。 利用 ＣＳｈａｐｅｓ 数据，计算

了当两国的最小距离分别为 ０ 千米、５０ 千米和 ２００ 千米时的情况。 重新利用这三组

新的自变量运行了表 ２ 中的模型 １（其余变量一致）。 图 １ｂ 展示了这三组新的自变量

与表 ２ 的模型 １ 中“邻国参与数量”的回归系数的比较。 笔者发现，仅在采取最严格

的陆地直接接壤的定义时，这一变量的系数在 ９５％的置信区间不显著；相反，当邻国

的定义从 ５０ 千米扩展到 ４００ 千米时，这些变量的统计显著性影响是非常一致的。

利用模拟，图 ２ａ 进一步展示了四组不同标准的“邻国参与数量”这一自变量取值

从最小值变化到最大值的过程中，预测概率变化的 １０００ 次分布，同时其他变量在样本

中取其真实值。 如果分布均远离 ｘ ＝ ０ 这条垂直虚线，说明边际效应在统计上是显著

·９４１·



① 模拟的方法来自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 Ｈａｎｍｅｒ ａｎｄ Ｋｅｒｅｍ Ｏｚａｎ Ｋａｌｋａｎ，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ｒｖｅ： Ｃｌａｒ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５７， Ｎｏ．１， ２０１３， ｐｐ．２６３－２７７。 本文通过 Ｒ 软件进行模拟，使用的软件

包参见 Ｃｈｏｎｇ Ｃｈｅｎ， “Ｐｏｓｔｒｅｇｐｌｏｔｓ： Ａｎ Ｒ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ｆｏｒ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ｚｅｄ Ｌ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ｓ，” ｈｔｔｐｓ： ／ ／ ｇｉｔｈｕｂ．ｃｏｍ ／ ｃｃ４５８ ／ ｐｏｓｔｒｅｇｐｌｏｔｓ，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的。 例如，在 １０００ 次模拟中，有 ９５０ 次都远离 ｘ ＝ ０ 这条直线，则相当于 ９５％的置信区

间。 分布在 ｘ ＝ ０ 的右边，则表示边际效应是正数；当自变量取值从最小值到最大值

时，预测的概率会增加。 图 ２ａ 再次表明一国的政策选择会受到邻国政策选择的正向

影响，参与“一带一路”的邻国数量越多，该国也越有可能参与。

同样，利用模拟方法计算“初始沿线国家”这一变量的边际效应。 如图 ２ｂ 所示，

边际效应的分布均在 ｘ ＝ ０ 的右边，表明在统计上的显著，即“中方初始沿线覆盖国家”

正向影响一国的参与态度。 相比于不处在初始规划沿线的国家，如果一国是“一带一

路”的初始沿线国，那么其加入该倡议的概率远高于前者。

图 ２　 边际效应分布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本文也考虑了选择偏差问题，即那些位于初始沿线的 ６５ 个国家本身有更强烈的

意愿参与“一带一路”。 因此本文估计了一个赫克曼选择模型（Ｈｅｃｋｍａ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这一模型的结果表明并不存在显著的选择效应。① 此外，本文检验了美国因

素的作用，发现目标国与美国外交立场的差距在 ９５％的置信区间上是显著的，并且回

归系数是正数，这表明一国与美国的外交立场差距越大，的确越容易被中国的“一带

一路”倡议所吸引。② 最后，本文控制了更多可能潜在影响外国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

·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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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部分的统计结果见在线附录表－２（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７９１０ ／ ＤＶＮ ／ Ｎ８Ｂ５ＢＣ），附录表－２ 中模型以 ４００
千米定义邻国。

这也意味着一国对美国提供的国际经济公共产品的不满有可能推动其向中国靠近，参见 Ｊ．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Ｂｒｏｚ， Ｚｈｉｗｅｎ 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Ｇａｏｙａｎｇ Ｗａｎｇ，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７４， Ｎｏ．３， ２０２０， ｐｐ．４１７－４５２。



　 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议的因素，包括该国是否是东盟成员国、是否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

（对数）、与中国的伙伴关系类型、是否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以及是否与中国签订优

惠协定等。① 在控制了这些变量之后，混合效应模型结果表明，本文核心解释变量的

效果依然是稳健的。② 值得说明的是，本文并非否定这些既有因素的影响，而是要提

供一种替代性的解释，囿于篇幅，对于控制的这些因素在此不做更多解读。

五　 结论与启示

至此，本文已经基于“一带一路”过去几年的发展探讨了其呈现出来的浪潮属性及

其时空扩展规律。 综合检视这些研究发现有助于更系统地看待“一带一路”浪潮的维持

和推进过程。 第一，世界政治中的浪潮各异，并非所有浪潮都是裹挟强大结构压力席卷

各国的。 本文对“一带一路”浪潮的属性探讨呼应了学界对某些政策话语的反驳。 例

如，面对近年来西方流行的“一带一路”是中国“债务陷阱外交”工具的话语，中外学者援

引实证说明“一带一路”参与国的债务问题不能武断地归因到“一带一路”。③ 这种对

“一带一路”错误的定位事实上赋予了中国过多的能动性，其隐含假定是“一带一路”建

设是中国对其他国家施加自上而下的决定性作用的结果，却忽视了参与国自身的能动性

及其对“一带一路”推进时机和进度的关键影响。 本文第四部分的统计分析也显示，众

多关乎与中国双边关系的变量本身对一国是否加入“一带一路”并没有明显的影响。

与此同时，本文结合时空数据的描述和分析表明，中国作为“一带一路”浪潮的触

发者对其发展路径仍有着显著正向影响。 中国围绕“一带一路”的初始规划以及近年

来的延伸努力都对沿线国家产生了明显的吸引效果，特别是初始沿线国家的确展现出

更强的加入“一带一路”的意愿。 既然“一带一路”浪潮是中国和各参与国共同发挥能

动性的结果，那么该浪潮在未来的推进也自然会遇到一些“边界”。 “一带一路”不继

续扩展到某一国家既可能是中国主动选择的结果（即尚未投入外交资源来谋求与某

·１５１·



①
②

③

这部分的回归结果见在线附录表－３（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７９１０ ／ ＤＶＮ ／ Ｎ８Ｂ５ＢＣ）。
这些变量的数据来源于庞珣与陈冲的复制数据，参见庞珣、陈冲：《国际金融的“赫希曼效应”》，载《世界

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第 １３２—１５５ 页。
许少民、李江：《“中国债务陷阱外交论”的发展及其谬误》，载《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第 ４０—

５３ 页；Ａｊｉｔ Ｓｉｎｇｈ， “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Ｄｅｂｔ⁃Ｔｒａｐ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０２０，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８０ ／ ０１４３６５９７．２０２０．１８０７３１８，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 Ｌｅｅ Ｊ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Ｓｈａ⁃
ｈａｒ Ｈａｍｅｉｒｉ， “Ｄｅｂｕ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Ｄｅｂｔ⁃Ｔｒａｐ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Ｈｏｗ 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ｈａｐ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ｈａｔｈａｍｈｏｕｓｅ．ｏｒｇ ／ ２０２０ ／ ０８ ／ ｄｅｂｕｎｋｉｎｇ－ｍｙｔｈ－ｄｅｂｔ－ｔｒａｐ－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国共建“一带一路”），也可能是该国决策者在权衡国际国内政治因素后做出的决定，

且这一决定可能长期有效。 正如经验证据显示的，“一带一路”的扩展不是线性过程。

第二，虽然“一带一路”浪潮是由中国利用外交工具纵向触发的，但基于时空证据

的经验分析表明，在“一带一路”浪潮推进过程中，国家间的横向联系也起到了显著作

用，特别是一国邻国的加入对于“一带一路”浪潮的拓展有着正向影响。 当然，这一统

计分析结果是概率性的，并不意味着一国参与建设“一带一路”必然带动其邻国同样

选择参与。 一方面，由于各国有充分空间发挥能动性，这一横向联系对最终政策选择

的影响仍取决于各国决策者的中间调节作用。 与其他政策扩散现象类似，学习、模仿

和竞争等各类机制都可能使一国做出与邻国相同的政策选择；①同时，这些机制并不

必然被激活，一国决策者对邻国信息的处理也可能导致相反的政策选择。

另一方面，即使某国因为各种原因选择不参与，仍然会因为邻国的参与而更加重

视并进一步审视这一政策选项。 一些既有研究从概念、话语和构想（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等角度

分析“一带一路”，②这些视角在某种意义上是将“一带一路”视为中国自身持有的观念

性物品，并探究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既然“一带一路”已经被 １４０ 个国家以官方文

件的形式认可，那么“一带一路”也不再是中国一国秉持的构想，而是可以视为当前各

国共同感知并受其影响的一个社会事实。 借用国际规范研究的术语，“一带一路”的

参与国数量某种程度上已经达到了“关键多数（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ａｓｓ）”。③ 正因如此，在意大

利 ２０１９ 年决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并与中国签署备忘录后，德国虽然不赞成这一做

法并表示不会效仿意大利，但透露可能以欧洲集体身份与中国开展相关的经济合作安

排。④ 类似地，尽管美国政策界总体上对中国的意图怀有疑虑，一些智库专家仍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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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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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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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策扩散角度对“一带一路”的探索，可见张志原、李论：《“一带一路”倡议的扩散分析》，载《国际政治

科学》，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第 １３０—１６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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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芬尼莫尔和凯瑟琳·西金克曾试探性地提出，若国际体系内超过 １ ／ ３ 的国家采纳某个规范且一

些关键国家采纳该规范，可以视为已经达到“关键多数”。 参见 Ｍａｒｔｈａ Ｆｉｎｎｅ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Ｋａｔｈｒｙｎ Ｓｉｋｋｉｎｋ， “ Ｉｎｔｅｒ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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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ＣＮ１Ｓ２０Ｒ３，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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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美国最好正视“一带一路”潜在的裨益，因为它已经不仅仅存在于话语和想象中

了。① 因此，虽然“一带一路”浪潮可能不会扩展至某些国家，但其不断推进对各国政

策议程的影响是清晰可见的。

第三，既然一个浪潮的出现是在一定条件下触发并拓展的结构性结果，那么随着

条件的变化，浪潮继续推进过程中遭遇一定挫折也是可能的。 在关于民主化浪潮的讨

论中，学者们就注意到了浪潮“回卷（ ｒｏｌｌｂａｃｋ）”②或“逆浪（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ｗａｖｅ）”③的现象。

在本文讨论的“一带一路”浪潮的案例中，尽管可能不会出现各参与国声明废止备忘

录的极端“逆浪”出现，但应正视其继续推进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正如周方银所言，

“一带一路”建设的长期性意味着其发展历程势必与国际局势的变迁及各国政治发展

在时间上重叠，发生局部逆转的风险很可能持续存在。④

一方面，拥有充分空间发挥能动性的各国可能因为其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或自身

认知的变化改变对于共建“一带一路”的态度。 如果说“一带一路”浪潮的生成描绘了

其他各国对“一带一路”发展出积极态度的结果，那么反过来也存在一些国家未来对

“一带一路”产生消极态度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即使中国保持对“一带一路”的投入

力度，即维持住触发这一浪潮的纵向力量，其他纵向力量仍可能制约或抵消中国继续

推进这一浪潮的影响。 这种消极的纵向力量可能是由另一大国主动施加的。 比如，既

有讨论指出，在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国针对“一带一路”已经或可能采取各类制衡和

遏制政策。⑤ 消极纵向力量也可能来自体系性的意外冲击。 比如，新冠肺炎疫情对包

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国际合作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⑥

本文表明，“一带一路”的扩散并不仅仅是双边互动简单加总的结果。 “一带一

路”浪潮不但是纵向力量触发、参与国主动调适的产物，其具体推进历程也受到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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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宗友：《战略焦虑与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及政策变化》，载《南洋问题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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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横向联系的影响。 基于对数据的空间统计分析，本文发现大部分的双边政治和经贸

层次的因素都没有显著影响一国是否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但是其邻国是否参与以

及周边所有邻国参与程度的高低水平会显著影响一国加入的概率。 本文回应了国际

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性质的一些质疑，中国并没有通过双边关系的各类影响直接

“换取”其他国家支持“一带一路”，各国有充分的空间施展能动性。 同时，邻国效应是

“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的重要力量，各国对“一带一路”的积极态度能够显著地辐射

到更大的周边地区，这种效应是独立于中国行为起作用的。 为了维持“一带一路”浪

潮的势头，中国继续推进“一带一路”的每一步都更当做深做实，让“积极响应”产生更

大的回响。

本文也对进一步研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向。 首

先，下一步研究可以具体探索“一带一路”浪潮在邻国间推进的机制，厘清为何邻国间

的扩散更容易发生以及如何发生。 这需要研究者从结构回到单元展开深度的案例研

究，探究难以通过大样本数据直接测量的因果链条。 同样，研究者可以从反面分析考

察为何即使在有特定机制条件的情况下，“一带一路”浪潮仍然没有覆盖一些国家。

如此，各国的能动性在正反两方面都能得到充分体现。 更进一步，未来研究可以将二

者结合起来，基于既有文献的比较案例分析和本文的大样本分析，在中样本（ｍｅｄｉｕｍ⁃

Ｎ）层次上，分类考察各类因果解释的适用性和关联。① 其次，本文研究的“一带一路”

浪潮指涉的是各国与中国签署相关合作文件形成的集群现象，因而并不包括对合作层

次、合作广度以及合作有效性等其他重要问题的讨论。 由于中国与很多国家共建“一

带一路”的实质性合作仍有待开展，未来研究可以在有较为充足数据支撑的条件下，

探索“一带一路”建设在上述维度上的总体规律和具体影响机制。 在这些问题的基础

上，研究者可以系统性地评估共建“一带一路”的政治经济意义和对国际关系影响。

最后，本文的理论视角以及原始数据集为更一般性的浪潮研究奠定了较好的理论和实

证基础。 浪潮的触发机制与推进过程之间的关系、不同浪潮“生命周期”的影响因素

和特定浪潮出现的世界政治背景等问题都值得研究者继续探索。

（截稿：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编辑：沈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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